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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机制构建指标体系,应用熵权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并结

合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标准差椭圆模型,探索我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

2020年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状态并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新基建投资和新

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指数从2013年的0.104、0.234分别升至0.177、0.363;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但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呈由东至西递减的分布格局;研究期内的Moran’s
 

I指数

波动上升,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标准差椭圆重心呈现向西南方向小幅度迁移趋势且椭圆的

面积不断减小,说明耦合协调度呈集聚收敛发展的态势。因此应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强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区

域带动作用,以进一步实现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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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new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
 

indicator
 

system
 

is
 

constructed
 

and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re
 

weighted
 

by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evalua-
tion

 

mode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model
 

are
 

used
 

to
 

in-
vestigat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new
 

ur-
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from
 

2013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osite
 

indexes
 

of
 

new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creased
 

from
 

0.104
 

and
 

0.234
 

in
 

2013
 

to
 

0.177
 

and
 

0.363
 

respectively;
 

the
 

degre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ontinues
 

to
 

rise,
 

bu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
tween

 

regions,
 

showing
 

a
 

decreasing
 

pattern
 

from
 

east
 

to
 

wes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fluctuation
 

of
 

Moran’s
 

I
 

index
 

increase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had
 

a
 

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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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tic
 

center
 

of
 

gravity
 

migrates
 

slightly
 

towards
 

the
 

southwest
 

and
 

the
 

area
 

of
 

ellipse
 

decreases
 

continuousl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hows
 

a
 

trend
 

of
 

agglomeration
 

and
 

convergence.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macro-control
 

and
 

the
 

regional
 

driving
 

role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
as,

 

so
 

as
 

to
 

further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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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飞快,并且受到了世界的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
202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92%上升到64.72%,远远高于同期的全球平均水平。粗放外延式的低效

率的城镇化虽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对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和国家竞争力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1],但也带来了资源和能源的高消耗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2]。在生态环境的约束下,符
合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城镇化应运而生,相关政策陆续出台,比如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
提出,坚持把生态融入城镇化建设全过程,突出绿色、低碳的建设原则。相比于以要素依赖和投资驱动为

特点的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以高质量为目标,注重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由速度发展转变

为质量发展,并且处于从低质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时期[3],迫切需要加速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

程。在众多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举措中,以5G、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提供了重要支

撑。“新基建”是一种促进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和综合创新服务的基础设施系统[4],与传统基础设施不

同,以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力的新基建推动了社会生产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5]。其固有的“数字化、智
能化”属性、较低的资源消耗和较少的环境污染特点,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概念一致[6]。在《2020年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一项提出要重点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基建和新型城镇

化发展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效应[7]。新基建的投资不仅可以凭借其自身的特点和本质直接影响城市发展

质量,还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8],同时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优化会催生新基

建投资的集聚,为新基建的发展积累大量的创新要素,比如技术创新型的人才。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发

展为新基建提供了重要的应用场景和外部保障,因此新型城镇化是新基建的依托和载体[7]。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从不同层面对新型城镇化和新基建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①关于新型

城镇化的内涵及其影响效应。已有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在于以人为核心,以协调发展为基础,关注

环境、就业等多方面的发展[9];影响效应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10]。②关

于新基建的水平测度[11]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12]。③关于新型城镇化和新基建的研究,目前

大多集中在探究新基建对新型城镇化的单向影响。比如李嘉珣认为新基建能够通过促进要素流通、提升

科技水平,有效弥补传统城镇化中的短板和不足,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8]。有关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的

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但缺乏对二者耦合关系的探讨。基于此,本文从省份层面,围绕除台港澳地区和西藏

(数据缺失严重)之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构建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指标评价体

系,使用熵权法测度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标

准差椭圆模型对30个省份的新基建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空间集聚和时空跃迁的变化情况进行分

析以此来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以期为后续新基建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1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评价指标

新基建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其中信息基础设

施是指基于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和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技术开发和创建的基础设施。融

合基础设施是指在融合传统基础设施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如智能交

通基础设施等进行现代技术改造和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是指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和产品研发的非盈利基础设施,如大型科技基础设施等。本文结合“十四五”规划内容和先前学者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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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13],从3个维度构建新基建的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的指标参考国家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和相关文献[14],基于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空间5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

系。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单位 指标性质

新基建投资

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

域名数 万个 正向

移动电话基站 万个 正向

局用交换机容量 万个 正向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100人 正向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km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万个 正向

铁路营业里程 km 正向

高速等级公路里程 km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正向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台 正向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正向

R&D经费投资 亿元 正向

R&D经费占GDP比重 % 正向

专利申请数 件 正向

新型城镇化

发展

人口城镇化

空间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环境城镇化

城镇人口比例 % 正向

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 % 负向

城市居住建设用地面积 m2 正向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2 正向

人均GDP 元 正向

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 正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正向

民用汽车拥有量 万辆 正向

每千人拥有卫生人员数 个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1.2 数据来源

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西藏、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由于数据缺失故排除),考虑到新基建投资数

据的可得性和及时性,选取时间跨度为2013—2020年,并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获得

数据,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
1.3 研究方法

1.3.1 基于熵权法的权重计算

熵权法可以根据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的信息,刻画指标对系统的贡献,提高评价的客观性[15]。因此

使用熵权法计算2013—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指数。
1)

 

无量纲标准化处理数据。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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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
xj-min(xj)

max(xj)-min(xj)
 

(1)

负向指标:
 

yj=
max(xj)-xj

max(xj)-min(xj)
 

(2)

式中:xj 为原始数据;yj 为预处理后的数据。

2)
 

计算指标j下第i省份的比重pij:

pij=
xij

∑
n

i=1
xij

 (3)

3)
 

计算指标j的熵值ej:

ej=- 1lnn∑
n

i=1
pijln(pij),0≤ej≤1

 

(4)

4)
 

计算指标j的差异性系数gj:

gj=1-ej
 (5)

5)
 

计算指标j的权重W ,并计算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数S:

Wj= gj

∑
m

j=1
gj

,j=1,2,…,m
 

(6)

S=∑
m

j=1
Wjxij

 (7)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指2个或多个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的现象[16]。最初,耦合被认为是1个物理概

念。随后,它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学、经济学以及农业学等领域。耦合协调分析是对2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相

关性程度的定量分析。它可以测量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测量1个系统引起的其他系统影响的过

程和程度[17]。
 

C=2
u1u2

(u1+u2)2
􀭠
􀭡

􀪁􀪁 􀭤
􀭥

􀪁􀪁

1
2

 

(8)

D= C×T
 

(9)

T=αu1+βu2  (10)
α+β=1

 

(11)
式中:u1、u2分别为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C为耦合度;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2个子系

统对整体耦合协调度的影响;α、β分别为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系数,本文认为新基

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同样重要,因此取值均为0.5。
1.3.3 空间自相关模型

采用Moran’s
 

I全局指数探讨区域数据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计算公式如下:

IMoran’s=
n∑

n

i=1
∑
m

j=1
ωij(xi-􀭺x)(xj-􀭺x)

∑
n

i=1
∑
m

j=1
ωij∑

n

i=1
(xi-􀭺x)2

 

(12)

式中:IMoran’s为Moran’s
 

I全局指数;n为省份数量;m 为省份i的邻近省份数量;ωij 为权重;xi、xj 分别

为省份i和省份j的耦合协调度;􀭺x 为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

1.3.4 标准差椭圆模型

使用标准差椭圆模型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集聚程度和时空格局演变过程。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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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Y)= ∑
n

i=1
ωixi/∑

n

i=1
ωi,∑

n

i=1
ωiyi/∑

n

i=1
ωi  

 

(13)

σx =
∑
n

i=1
(ωi􀭺xicosθ-ωi􀭵yisinθ)2

∑
n

i=1
ω2i

 (14)

σy=
∑
n

i=1
(ωi􀭺xisinθ-ωi􀭵yicosθ)2

∑
n

i=1
ω2i

 (15)

θi-j=nπ/2+arctan[(yi-yj)/(xi-xj)]
 

(16)

式中:n为省份的数量;N(X,Y)为加权平均重心坐标;xi、yi分别为第n个栅栏格的空间中心坐标;􀭺xi、
􀭵yi 为距离加权平均重心坐标N(X,Y)的偏差值;σx、σy 分别为x、y轴上的标准差;ωi 为权重;θ为标准

差椭圆的方位角。

2 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测度分析

2.1 新基建投资测度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已有划分标准,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见
表2。

表2 地区划分

地区 省份

东北地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

东部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 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图1为新基建投资综合指数变化的时间

趋势,整体上看,新基建的投资呈积极趋势。
表3为2013—2020年新基建投资的综合指

数,全国均值由2013年的0.104增长至

2020年的0.177。选取2013和2020年进行

分析,根据自然断裂法,将新基建投资划分为

4个层级,以此揭示新基建投资的空间分布

特征及变化。2013年新基建投资综合指数

在0.029~0.062为第四层级;0.063~0.122
为第三层级;0.123~0.256为第二层级;
0.257~0.413为第一层级。表3显示,2013
年广东和山东位于第一层级;第二层级有4
个省份,分别是江苏、上海、浙江和北京;内蒙

古、黑龙江、福建、辽宁、天津、河北、河南、安
徽、湖北、湖南、陕西和四川位于第三层级;新
疆、甘肃、青海、宁夏、山西、吉林、江西、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和海南位于第四层级。2020年,新基建投资

综合指数位于0.036~0.093为第四层级;0.094~0.155为第三层级;0.156~0.345为第二层级;0.346~
0.648为第一层级。由表3可以看出,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和河北由2013年的第三层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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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二层级,山西、江西、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由第四层级升至第三层级。由此可见,东部地区新基建投

资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这是由于东部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发达的经济条件。西部地区的新基建

投资虽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虽处于西部地区,但是其新基

建投资较高,且增长速率较快。

表3 2013—2020年全国新基建投资综合指数

省份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238 0.274 0.318 0.350 0.372 0.380 0.253 0.242
天津 0.078 0.110 0.128 0.127 0.109 0.118 0.095 0.104
河北 0.093 0.130 0.150 0.166 0.167 0.183 0.198 0.209
山西 0.062 0.090 0.093 0.093 0.094 0.115 0.113 0.119
内蒙古 0.074 0.103 0.123 0.125 0.124 0.131 0.141 0.145
辽宁 0.122 0.174 0.180 0.166 0.168 0.171 0.154 0.155
吉林 0.049 0.075 0.082 0.086 0.084 0.088 0.084 0.087
黑龙江 0.096 0.150 0.106 0.145 0.143 0.099 0.108 0.110
上海 0.165 0.229 0.255 0.276 0.276 0.284 0.222 0.233
江苏 0.256 0.371 0.418 0.441 0.458 0.534 0.427 0.455
浙江 0.189 0.254 0.311 0.330 0.330 0.378 0.327 0.345
安徽 0.079 0.118 0.148 0.155 0.168 0.197 0.202 0.214
福建 0.120 0.155 0.191 0.232 0.302 0.287 0.228 0.206
江西 0.048 0.074 0.098 0.106 0.116 0.138 0.150 0.155
山东 0.344 0.308 0.332 0.355 0.376 0.415 0.320 0.345
河南 0.099 0.140 0.166 0.178 0.188 0.218 0.228 0.233
湖北 0.094 0.138 0.173 0.175 0.182 0.206 0.199 0.205
湖南 0.084 0.125 0.145 0.159 0.168 0.188 0.200 0.205
广东 0.413 0.472 0.531 0.589 0.632 0.751 0.635 0.648
广西 0.053 0.087 0.088 0.096 0.101 0.108 0.114 0.120
海南 0.038 0.043 0.051 0.039 0.043 0.042 0.042 0.036
重庆 0.058 0.090 0.110 0.118 0.126 0.143 0.126 0.133
四川 0.104 0.155 0.186 0.201 0.218 0.247 0.239 0.248
贵州 0.042 0.066 0.078 0.084 0.087 0.099 0.106 0.109
云南 0.050 0.076 0.090 0.094 0.098 0.109 0.125 0.139
陕西 0.077 0.109 0.128 0.132 0.135 0.154 0.135 0.143
甘肃 0.037 0.055 0.069 0.071 0.069 0.075 0.079 0.083
青海 0.031 0.042 0.051 0.049 0.047 0.049 0.053 0.054
宁夏 0.029 0.039 0.046 0.047 0.045 0.051 0.048 0.050
新疆 0.048 0.072 0.078 0.076 0.075 0.084 0.091 0.093
均值 0.104 0.141 0.156 0.167 0.173 0.187 0.172 0.177

2.2 新型城镇化发展测度分析

图2为2013—2020年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演变趋势。由图2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总

体呈上升趋势。表4为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指数。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东部地区仍较大程度地领

先于其他地区,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虽远低于东部地区,但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分
别从2013年的0.196、0.164上升至2020年的0.389、0.281。根据自然断裂法,将新型城镇化划分为4个

层级,以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2013年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指数在0.102~0.149为第四层级;0.150~
0.232为第三层级;

 

0.233~0.333为第二层级;0.334~0.501为第一层级。2020年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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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数在0.183~0.257为第四层级;
0.258~0.342为第三层级;0.343~0.500为

第二层级;0.501~0.788为第一层级。由表

4可以看出,2013年北京、山东、江苏、上海、
浙江和广东位于第一层级;内蒙古、辽宁、天
津、福建和河北位于第二层级;黑龙江、吉林、
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重庆、海
南、四川、湖北、陕西和宁夏位于第三层级;新
疆、甘肃、青海、云南和贵州位于第四层级。
2020年大部分省份表现出明显的改善,特别

是中部地区,66.67%的省份从第三层级升至

第二层级,除此之外,四川是唯一1个位于第

二层级的西部地区省份。

表4 2013—2020年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

省份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501 0.463 0.466 0.480 0.481 0.487 0.528 0.501
天津 0.334 0.318 0.323 0.333 0.348 0.307 0.282 0.298
河北 0.233 0.276 0.308 0.341 0.372 0.394 0.394 0.410
山西 0.193 0.204 0.213 0.226 0.246 0.261 0.285 0.301
内蒙古 0.268 0.294 0.303 0.314 0.311 0.315 0.308 0.304
辽宁 0.296 0.324 0.338 0.323 0.345 0.359 0.347 0.343
吉林 0.181 0.210 0.228 0.247 0.245 0.256 0.232 0.245
黑龙江 0.173 0.195 0.206 0.221 0.230 0.238 0.224 0.234
上海 0.423 0.404 0.406 0.381 0.394 0.411 0.456 0.449
江苏 0.430 0.494 0.540 0.589 0.639 0.665 0.726 0.732
浙江 0.395 0.428 0.455 0.491 0.528 0.557 0.607 0.613
安徽 0.197 0.237 0.262 0.288 0.317 0.340 0.400 0.427
福建 0.256 0.275 0.294 0.309 0.342 0.374 0.430 0.417
江西 0.175 0.197 0.215 0.233 0.251 0.266 0.304 0.323
山东 0.405 0.476 0.522 0.570 0.624 0.658 0.666 0.698
河南 0.206 0.261 0.290 0.326 0.377 0.404 0.455 0.472
湖北 0.224 0.261 0.300 0.330 0.358 0.384 0.435 0.414
湖南 0.183 0.214 0.235 0.259 0.286 0.325 0.368 0.400
广东 0.442 0.508 0.573 0.621 0.682 0.711 0.794 0.788
广西 0.160 0.182 0.203 0.220 0.248 0.262 0.274 0.294
海南 0.165 0.172 0.176 0.176 0.181 0.172 0.179 0.183
重庆 0.211 0.232 0.247 0.262 0.279 0.294 0.334 0.307
四川 0.196 0.233 0.262 0.293 0.331 0.370 0.423 0.438
贵州 0.102 0.128 0.145 0.173 0.192 0.207 0.243 0.258
云南 0.124 0.154 0.162 0.193 0.211 0.225 0.266 0.269
陕西 0.195 0.214 0.227 0.243 0.263 0.280 0.306 0.308
甘肃 0.105 0.146 0.160 0.180 0.183 0.184 0.194 0.209
青海 0.119 0.133 0.136 0.147 0.153 0.160 0.177 0.204
宁夏 0.171 0.190 0.194 0.205 0.208 0.221 0.236 0.227
新疆 0.149 0.172 0.193 0.213 0.226 0.240 0.259 0.269
均值 0.234 0.261 0.280 0.298 0.319 0.335 0.356 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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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3.1 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

表5为我国内地30个省份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以及相关指标。从表5中可以看

到,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呈持续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0.378上升至2020年

的0.488。标准差与变异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表明地区之间耦合水平差异在缩小。变异系数从2013年

的0.293下降至2020年的0.261,虽然2015—2018年有所回升,但2019—2020年有所回落,总体上,我国

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差距呈缩小趋势。从区域分布来看,
  

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表5 2013—2020年各省份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

省份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587 0.597 0.621 0.640 0.650 0.656 0.605 0.590

天津 0.401 0.432 0.451 0.453 0.442 0.437 0.405 0.419

河北 0.383 0.435 0.464 0.488 0.500 0.518 0.529 0.541

山西 0.331 0.368 0.375 0.380 0.389 0.417 0.424 0.435

内蒙古 0.376 0.417 0.439 0.445 0.443 0.451 0.456 0.458

辽宁 0.436 0.488 0.497 0.481 0.490 0.498 0.481 0.480

吉林 0.307 0.354 0.370 0.382 0.379 0.387 0.374 0.383

黑龙江 0.359 0.414 0.385 0.423 0.426 0.392 0.395 0.401

上海 0.514 0.552 0.567 0.569 0.574 0.584 0.564 0.569

江苏 0.576 0.654 0.689 0.714 0.735 0.772 0.746 0.760

浙江 0.523 0.574 0.614 0.634 0.646 0.677 0.668 0.678

安徽 0.353 0.409 0.443 0.460 0.480 0.509 0.533 0.550

福建 0.418 0.454 0.487 0.518 0.567 0.572 0.560 0.541

江西 0.302 0.348 0.381 0.397 0.413 0.438 0.462 0.473

山东 0.611 0.619 0.645 0.671 0.696 0.723 0.680 0.701

河南 0.378 0.438 0.468 0.491 0.516 0.545 0.567 0.576

湖北 0.380 0.435 0.477 0.490 0.505 0.530 0.542 0.539

湖南 0.352 0.404 0.429 0.451 0.468 0.497 0.521 0.535

广东 0.654 0.700 0.742 0.778 0.810 0.855 0.843 0.845

广西 0.303 0.354 0.366 0.382 0.398 0.411 0.420 0.433

海南 0.280 0.294 0.307 0.289 0.298 0.291 0.294 0.285

重庆 0.333 0.380 0.406 0.419 0.433 0.453 0.453 0.450

四川 0.378 0.436 0.470 0.493 0.518 0.550 0.564 0.574

贵州 0.256 0.303 0.326 0.348 0.359 0.378 0.401 0.409

云南 0.280 0.329 0.348 0.367 0.379 0.396 0.427 0.440

陕西 0.350 0.390 0.413 0.423 0.434 0.455 0.450 0.458

甘肃 0.249 0.299 0.324 0.337 0.335 0.343 0.351 0.362

青海 0.246 0.273 0.288 0.292 0.291 0.297 0.311 0.324

宁夏 0.264 0.294 0.307 0.313 0.312 0.325 0.327 0.327

新疆 0.291 0.334 0.350 0.356 0.361 0.377 0.391 0.397

均值 0.378 0.424 0.443 0.457 0.468 0.482 0.482 0.488

标准差 0.111 0.111 0.116 0.122 0.128 0.136 0.127 0.127

变异系数 0.293 0.261 0.263 0.267 0.274 0.283 0.263 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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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协调度呈不协调分布态势,东部地区最高(0.568),中部地区第二(0.450),东北地区第三(0.416),西
部地区最低(0.378),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同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吻合。
参考已有划分标准[18],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个层级,耦合协调度的值介于0~0.2为严重失调,
0.2~0.4为中度失调、0.4~0.5为基本协调、0.5~0.8为中度协调、0.8~1.0为高度协调。选取2013、
2016、2020年进行观察,通过对比耦合协调度的结果可知,2013年大多数的省份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

阶段,3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阶段,6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阶段,没有省份位于高度

协调阶段。与2013年相比,2016年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改善,10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

调变化为基本协调,福建由基本协调过渡为中度协调。2020年耦合协调度的重点变为中部地区,大部分

中部地区省份由基本协调阶段过渡为中度协调阶段,广东由中度协调阶段过渡到高度协调阶段。总体上,
处于中度协调以上的省份渐增,我国内地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分化呈缩小趋势,有
助于改善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
3.2 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性分析

3.2.1 全局自相关分析

表6为利用Moran’s
 

I指数分析2013—2020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效应。从表6中可以发现,观
测期间的IMoran’s

 >0,P<
 

0.05,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具有较

强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特征明显。2013—2015年的 Moran’s
 

I指数呈上升趋势,2015—2016年及

2017—2018年呈下降趋势,说明这2个阶段各省份呈现不协调的分布特征,分散态势扩大。2018—2020
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说明在此阶段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出聚集特征,空间关联性增强。

表6 2013—2020年各省份全局自相关分析的相关指数

指数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Moran’s
 

I 0.298 0.312 0.319 0.317 0.327 0.323 0.324 0.336

P 0.004 0.005 0.006 0.006 0.005 0.007 0.006 0.004

Z 2.767 2.882 2.971 2.946 3.022 3.023 3.041 3.157

    注:P 为显著性水平;Z为观察值与其平均值之间的标准偏差数。

3.2.2 局部自相关分析

为了展现局部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集聚特征,使用Geoda软件绘制莫兰散点图,展示新基建投资和

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集聚特征。选取2013和2020年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2013年位于

HH集聚区(第一象限)的省份有7个,而在2020年HH集聚区的省份有10个,说明耦合协调程度高的省

份对周边地区起到了辐射带动作用。2013年位于LL集聚区(第三象限)的省份有15个,在2020年减少

至12个,LL类型的省份经济落后、创新能力弱,难以为耦合协调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新基建在城

镇化发展中的应用深度不够,并未探索出具有重大性变革的协同模式,导致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相互制约。
3.3 空间集聚的区位分布

基于Arcgis软件中的标准差椭圆模型探索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区位分布

情况,标准差椭圆的参数见表7。由表7可知,在观测期间内标准差椭圆的面积持续下降,相比于2013
年,2016年的标准差椭圆面积减少了9346.87

 

km2,2020年的标准差椭圆面积相比于2016年减少了

24
 

831.58
 

km2,反映出耦合协调度的区位分布呈聚集态势。标准差椭圆的长、短半轴由2013年的

1113.14、945.74
 

km下降至2020年的1087.17、958.32
 

km。标准差椭圆的方位角由2013年的23.43°增
至2020年的26.87°,这表明标准差椭圆的西南部耦合协调度增长速度大于东南部。此外,根据标准差椭

圆的重心迁移趋势(经度向西迁移0.46°,纬度向南迁移0.36°),经度移动距离大于纬度移动距离,可以推

断出耦合协调度的东西差异大于南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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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3及2020年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分布

表7 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差椭圆参数

年份 长度/km 面积/km2 重心经度/(°) 重心纬度/(°) 长半轴/km 短半轴/km 方位角/(°)

2013 6
 

478.76 3
 

307
 

103.76 113.50 34.13 1
 

113.14 945.74 23.43

2016 6
 

464.86 3
 

297
 

756.89 113.32 34.01 1
 

104.63 950.33 25.27

2020 6
 

432.39 3
 

272
 

925.31 113.04 33.77 1
 

087.17 958.32 26.87

4 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对新基建投资和新型

城镇化发展进行测算,并且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我国新基建投资

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集聚特征以及区位分布情况,结论如下:
1)

 

从时间趋势上来看,2013—2020年我国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

势,新基建投资的综合指数由0.104上升至0.177,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指数由0.234上升至0.363。
从空间分布情况上来看,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由东至西递减的格局,具有区

域发展不均衡的特征。
2)

 

2013—2020年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但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

异,东部地区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西部地区较为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省份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为

基本协调阶段。另外,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中部地区,其耦合协调水

平大幅上升。
3)

 

研究期内的Moran’s
 

I指数呈波动上升的态势,且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明

新基建投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体现为东部的HH集聚区和西部地区的

LL集聚区,其中HH集聚区向南北起到了较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4)

 

根据标准差椭圆模型的结果来看,标准差重心呈现为向西南方向小幅迁移趋势且椭圆的面积不断减

小,耦合协调度呈集聚收敛发展的态势,区域差异变小,说明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统筹工作初步见效。
为了推动新基建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实现“两新”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①东部沿海地区应该充

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条件等优势,充分发挥对周边地区的主导作用,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区

域合作;②目前新基建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尚未进入到高度协调的阶段,应先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地

区进行试点并总结经验,然后向全国大范围推广;③加强新基建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关系,政府应加大新基

建的投资,以新型城镇化的物理空间体系为支撑,使新基建赋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推动两者协同发展以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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